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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区小说中地主形象的不同书写
王 雨 田

(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,武汉430079)

  摘要:解放区小说中部分地主形象的不同存在方式可以成为“土改-合作化”小说研究的重要补充。在解放区

“减租减息”运动背景之下,相关作品中的地主呈现出温和、喜剧、激烈等形态。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,这些地主形

象的多样化存在逐渐呈现出单一化表征。相关“土改-合作化”小说研究一般是对几部经典作品的反复阐释,这在

有意无意间遮蔽了大量相关题材小说的丰富性,但正是以这些边缘文本为基础才出现了后来的经典作品。通过对

这些边缘化小说的梳理对于反思十七年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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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土改合作化”小说在最近几年逐渐成为研究热

点,但相关研究往往集中在少量经典文本的反复阐释

上,我们很难跳出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、
《创业史》、《三里湾》、《山乡巨变》、《艳阳天》等作品形

成的研究视域。不过,还有数量可观的同题材小说构

成了书写这些经典作品的基础,对它们的梳理也还不

够充分,或许这是因为学界一般将“土改”、“合作化”叙
事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整体。如果我们将解放区小说

中对土地问题的书写置于“土改—合作化”的研究视野

之下,也许对那段历史及其书写会产生不一样的理解。
一 温和的地主形象

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《中共中

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》,其中指出:“承认

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,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

赞成民主改革的。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

剥削,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,更不是打击民主改革的开

明绅士。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,又须实行交租交息,
于保障农民的人权、政权、地权、财权之后,又须保障地

主的人权、政权、地权、财权,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

日。”[1]20值得注意的是,该指示的开头和结尾都强调要

保护地主的各项权利。

如果我们回顾解放区那些关涉土地所有权问题的

小说,其中的地主形象在不少情况下并不符合上述决

定所强调的“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”,相反,他
们的凶狠残忍一般会同反动分子紧密结合。我们无法

看到他们对农民的帮扶,更无法看到他们具备民主改

革与抗日要求的倾向。例如,《血海深仇》(1946)中的

地主婆,《瞎老妈》(1946)中的何五爷,《移坟》(1944)中
的二阎 王,《乌 龟 店》(1947)中 的 朱 元 安,《庄 户 牛》
(1947)中的二秀才,《一个空白村的变化》(1946)中的

陈立贤,《土 地 还 家》(1946)中 的 高 大 棒 子,《高 祥》
(1947)中的三掌柜,《翻身屯》(1946)中的于大脖子,
《孙宾和群力屯》(1947)中的姜恩,《棺》(1947)中的马

得镖,《一个村干部的成长》(1948)中的刘成等地主形

象都显示出极端的恶。但这些解放区地主形象一般出

现在“减租减息”运动后期(以1946年为界)。因为

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(《减租和生

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》)认为“减租斗争中发生

过火现象是难免的”[2]1117。半年后,又出现了影响深远

的“五四指示”,其中强调“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

主张和正义的行动,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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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”[3]128。考虑到相关小说的创作需要有一个对政

策文件的吸收转化过程,因此从1943年到1946年就

出现了一部分不那么负面的地主形象,他们出现的时

期与上述凶恶地主形象部分重叠,这让我们得以在政

策产生的时间差中看到一些更为鲜活的个体。例如,
《谈判》(1943)中的马寡妇,《租佃之间》(1943)中的金

卯叔,《红契》(1946)中的胡丙仁,《老婆嘴退租》(1946)
中的王丙红,《土地和它的主人》(1946)中的周财主,
《村东十亩地》(1946)中的吕笃谦,《抽地》(1944)中的

刘昭,《明暗约》(1946)中的陈天厚,《三个朋友》(1946)
中的黄宗谷等人,这些主要出现在1946年以前的解放

区小说中的地主在与农民的交往中并未显示出明显的

压迫性,作家甚至写出了他们面对特定时空下土地政

策的变动导致的困境时内心产生的种种自然反应。例

如,山药蛋派的束为就在《谈判》、《红契》等小说中清晰

地展示了解放区地主在面对减租减息、捐款动员时的

困窘。
《谈判》中的地主马寡妇对佃户说了这样一段话:

“年时秋天说好的,租约照政府的规定写上。到秋后,
你看那地能产下那么多了,再按照原租交给我。到了

年根,怎么样了呢……”[4]64文中的省略号清晰地暗示

了地主与农民在“减租减息”的背景下订立的阴阳合

同,一份是按照公开要求签订的;另一份是双方形成的

口头契约。显然,佃户们目前不愿接受先前的口头约

定,这让马寡妇等地主要采取抽回土地的手段博取更

大的收益,双方延续了几十年的租佃关系眼看就要解

体了。佃户强硬地表示:“你要实在不叫我租,想转租

给别人,我到村公所告上你。开个公民大会,众人们要

说:这地王廷邦不该种,我甚话也不说,原地退回。”[4]65

我们在同期及以后的相关作品中几乎难以见到佃户在

租期内对地主以这样强硬的方式表态。据李维汉回

忆:“在减租减息中,有三类地主,三种表现。第一种,
表现好,积极拥护政府减租政策,自动实行减租……第

二种,表现坏,公开或不公开抵制减租政策,破坏减租

运动……如抽地‘自种’(‘自种’是借口,实际上是改

租)……明减暗不减等等……对这类地主,一般采用群

众开会斗争方式……第三种,表现不好不坏,一般对减

租不公开抵制,也不积极响应,抱观望态度。这类地主

居多数。”[5]458马寡妇处于第二种与第三种情况之间,
因为租佃双方最后不仅续租,而且佃农还欣喜地完成

了一笔土地的买入。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个地主的外貌

及其所处环境采用负面的修辞方式(这经常出现在其

他作品中),例如病态的外表延伸出类似于动物的比

喻;对地主家灯光的描写可能会以“惨淡”来形容等。
《谈判》中的女地主“虽然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村里的

妇女没有不称赞她的精明、能干的”[4]63。我们仅看到

当她给田地报出极低的价格并劝说租户买下一亩地而

对方接受了以后,作者跳出来评价道:“她不得已地说。
她的聪明被农民的朴实打败了。原来,她只想用虚套

子套这些人的,现在反而被套住了,这也是无可奈何的

事。在这样严肃的场合下,话说出来了又收不回来

……’”[4]65这样的描写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地主具备

基本的诚信。当作者没有以纯粹的阶级斗争为方法来

叙述,而采取对话中的沉默、光线的强弱与周遭空气氛

围的变化来暗示人物心理时,我们也难得地看到了一

位单身母亲的窘境。她拥有50多垧地(约500多亩),
却不得不为了5块钱的买卖轻声细语、进退两难。我

们在文中还看到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出现的佃农至少以

两种身份出现:其一是与地主公平争论的租户;其二是

以中间人的身份充当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说客。
有研究指出:“随着减租运动深入发展,租佃双方

面对面解决纠纷的情形越来越少,村政权与群众组织

的调解作用越来越重要,在农民中的威信愈益提高,而
农民依靠村政权与各种群众团体以及集体力量维护自

身权益的现象不断出现。”[6]112这说明直到减租运动之

初,租佃传统中农民与地主的对话渠道更倾向于个体

间的交流,这也导致作家一旦在对地主的书写中混入

自身感受就会让叙事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缝,这在韦君

宜为响应《讲话》的号召而创作的小说《三个朋友》中尤

其明显。小说以“我”(老吴)这个青年干部于1943年

下乡组织变工组为故事背景。作者为了让“我”欣赏农

民的行动方式,以近乎虐待的方式让“我”以农事的乡

土气息来强行取代内心时常出现的寂寞感以及由此生

发的对城市生活的渴望。“我”要通过农民刘金宽与其

东家黄宗谷之间的巨大反差来彻底抹平自己对生活的

浪漫憧憬,这取决“我”的日常生活逐渐粗糙化。此后,
“我”羞于自己有刷牙的习惯;“我”羞于自己对成都与

北平的思念及其产生的忧愁被刘金宽理解为“一定又

愁咱们少下的那只猪娃子了”[7]288;“我”更惭愧的是自

己始终无法贴近农民的纯朴,这让我“就像旧小说里的

负义之徒”[7]292。如何进一步加深“我”的愧疚感? 地

主黄宗谷这时出现了,他不仅喜欢与人聊《左传》、唐
诗,还和“几个士绅老头子组织了一个诗社”[7]293,他一

直乐于把“我”当“知己”。但在小说最后的减租现场

(黄的家里),“我”站在带领减租群众的刘金宽与地主

黄宗谷之间,面对地主向“我”释放的善意与恳求的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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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及探询,“我”最终选择了刘金宽及群众。作者强调

黄宗谷在减租之后还写了一首自嘲的诗。这篇小说透

露的重点在于“我”没有选择喜欢展示自己饱读诗书并

具有自嘲精神的地主而是选择了众声喧哗的群众,这
在今天以反讽的形式象征了传统乡土伦理观在生活中

的崩塌。
二 喜剧化的地主形象

这样的地主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比比皆是,对他们

的嘲讽往往建立在对旧中国闭塞乡土的愚昧落后的批

判之上。除了叶紫等革命色彩浓厚的作家,其他作家

几乎不会将可笑的地主形象置于阶级斗争话语之下进

行书写。山药蛋派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现代文学

作品中以喜剧的形式嘲讽、批判乡土生活的闭塞的传

统。束为的《租佃之间》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:

  你们租种人家的地,给交这样瘪的颗子,有良

心没,好的留下你们吃着受用了,租种地的成了祖

宗,地掌柜倒成了孙子啦。那时候金卯叔的火气

也不小,快快背回去吧! 租子我一颗也不要,地,
白给了你家……背回去吧! 瘪颗子还不说,四斗

租子才给我三斗,甚也不要了。就算我生了场病

把它花了。[8]288-289

地主因为不满意租子的品质而拒绝收租,这在整

个现代文学史的地主形象里恐怕都是极为罕见的。即

使作家本想借此表明地主阶级的狡猾与苛刻,但无论

怎样解读都不能不感受到传统习俗的惯性思维,使得

作品无法自动形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,并且作者在

不经意间显露出了一种传统的伦理观与传统的租佃关

系。前者以文中大量出现的“金卯叔”为信号,“叔”一
般是用于比自己年长或地位高的男性的尊称,在此类

小说中对嘲讽的对象一直冠以“叔”的尊称显得不够严

谨,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推断出租佃双方的原型具备的

宗族关系;后者即以上述地主拒绝收租的言说为象征,
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租佃观的体现。有学者通过对整个

清代租佃关系与粮食产量的考察后指出:“清代中国地

租下降 的 主 要 原 因……正 是 由 于 农 民 的‘抗 租 欠

租’。”[9]70这是一种普遍现象。“农民交租,一般只交地

租定额的八成或七成左右,而且一般多交瘪谷,即品类

较次或水分较大的粮食”[9]130。并且,“有地主家‘大少

爷’看了田说:站着的都不行,倒了的还有什么(其实谷

都结在倒伏的禾上,站着的反是稗子)! 不看了! 就免

了租的情况(湘中调查)”[9]96。当金卯叔因为承受不住

减租的压力而将地从租户二小子手中抽回,并转手租

给二小子的穷哥们六十八以后,作者巧妙地设计出这

一对穷兄弟因为地主的挑拨而大打出手的场景。但我

们也从作者的言说中获知:“二小子刚上山的那年,赤
手空拳,甚也没,村里的人谁也不敢收下这个外来人,
金卯叔却大胆把他收留下打长工……过了几年,二小

子手里有点‘私房’了,就独个走了趟口外,回来买了两

垧半地,娶了个后婚老婆……”[9]287曾经无依无靠无产

的农民二小子凭借自己的努力积累了财产,当他就转

租事宜与金卯商量时,金卯明确表示:“你要种那两垧

地也不难,多帮忙我斗八租子。减租是减租,人情是人

情。”[9]286这与《谈判》中马寡妇的心理完全一致。尽管

这两篇先后完成于同一年的小说,在结尾处都让农民

感受到愉悦的心情,但对于“抽地”的解决办法却大相

径庭。
我们在《谈判》中第一次发现租佃双方由私下里的

小范围争辩转向大量群众的在场,并将抗战引起的生

存困境引入叙事。这实际上也是此期大部分体现农民

贫苦的小说采用的方式。如果不将战争因素引入小

说,读者就无法感受到“统一战线”的优势,而“减租减

息”的存在基础也会不那么稳固。从另一方面来看,如
果不将租佃双方交锋的场面移到公共场域,那么也不

能像刘少奇在《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》所强调

的:“一个月到两个月,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,形成减租

减息的群众运动潮流。”[1]561随着众多群众的出场,我
们也随之在《明暗约》中看到当群众要求县农会主任老

葛去帮他们找地主退租时,官民之间出现了这样一段

对话:“‘这是你们的事,靠你们自个,我怎能去? 我要

不在,你们就不退了不成?’发发说:‘退是得退,就那狗

日的不见嘛!’老葛说:‘那你们不会等? 不会寻? 不会

想法子?’”[10]102这一小段话出现的5个问号,表明文本

对农民群众自我斗争意识觉醒的强烈期盼是有鲜明历

史依据的。1946年1月9日,《解放日报》社论《努力发

动解放区群众》指出:“正由于对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

认识不足……有些解放区未能及时地把控诉清算运动

引导到减租减息、使群众彻底翻身;而某些老解放区则

对查减工作重视不够。”[11]17我们还从相关经典文献中

获知“减租后,地主借口夺地,使佃户有的失掉土地无

以为生;有的农民怕被夺地,减的租又退还地主;有的

明知租重,也不敢要求减租”[12]246。这表明正是由于现

实中农民群众自我意识的迟滞,相关作品才极力刻画

农民被引导后变得群情激奋。
上述小说中的地主置身于群众之间时常以丑角的

形式出现。例如,《红契》中的笑面虎独自一人赶条毛

驴就来装运佃户海其子的粮食,当佃户发怒后,他“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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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春天众人斗他的情形,心里就害怕……吓得两腿直

发抖……扑嗵跪倒说道:‘你是叫我怎哩? 你有甚咱两

个说,千万不要告诉众人……’”[8]301《老婆嘴退租》中
的王丙红如果听到众人对他的取笑,他会“‘噗嗤’一
声,把鼻涕往后一甩,就算回答了众人”[8]304。在群众

要求退租的大会上,王丙红想拖延时间,寻保人不得,
于是赌气道:“我活到如今,哼! 连个保人也寻不下了,
好,好,好……怕我跑脱,我自动坐一夜禁闭,明天开

窖。”[8]305《村东十亩地》中的吕笃谦听闻要被拉到农会

去算账,“脸色变成一张白纸,‘噗嗵’双膝跪在地上,鼻
涕一撮泪一把的哭起来”[8]334。此时的地主正如乡村

喜剧故事中的丑角,他们与上述地主形象构成了人们

日常生活中的邻里乡亲,他们常试图以乡情为媒介同

农民群众媾和,尽管这些言语常被作者站出来指证是

虚伪的,但他们常被给予说理的空间。例如,《抽地》中
地主与农民的公开辩论;《租佃之间》中金卯叔与二小

子在会场上的交锋;《谈判》中马寡妇与王廷邦等人在

自家的谈判等。尽管地主的自私心理都以失败告终,
但这不涉及更深的仇恨。我们从他们身上能依稀可辨

的传统伦理很快形成了革命真理的阴影部分,对他们

的日常化描述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。群众的翻身运

动需要更激烈的地主形象作为参照物。
三 地主形象的激烈化

“统一战线”所体现的历史要求在抗战胜利后无法

适应现实的发展,地主形象立即转向更激烈的书写形

式,它往往伴随情绪激烈的群众而出现,二者互为呼

应。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我们当今对地主认知的主要方

式。对此,歌剧《白毛女》功不可没,它创造的地主霸占

女性,最终穷人成功复仇的模式对后来的地主形象影

响深远。
《血海深仇》(以下简称《血》)和《孙宾和群力屯》

(以下简称《孙》)作为较早试图向《白毛女》致敬的小

说,在故事开端都描写了正面人物根据《白毛女》而联

想到现实中的地主恶霸,尤其是后一篇小说出现在众

多研究土改的论文中,但一般只是作为相关作品被罗

列,因为作者还不太熟悉阶级话语那套叙事方式,这导

致激烈的地主形象呈现出简单拼装的倾向。例如,
《血》中 的 长 工 老 初 回 忆 财 主 家 “拿 着 打 人 当 饭

吃”[13]10,当自己有一次看不下去出面制止时,地主说:
“这么,看你的面子,我就饶她一次。”[13]3随后,“我”甚
至动手去抢地主手中准备用来捆人的绳子。当“我”发
现被地主虐待的高家小妹消失后,在“我”的追问下,地
主婆“她支支吾吾地说什么:保准亲戚家有事,抽不出

身吧……说着狠狠地望我一眼,躲开了”[13]3。长工对

凶狠的地主可以一直质问,而对方却像做了亏心事似

的以各种理由搪塞,那么同为长工的高家小妹为什么

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?
在《孙》这篇小说里,地主之恶以传说的形式建构

出来。这部小说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“表达性现

实”[14]145的一把钥匙。
姜恩屯农会主任孙宾听完区领导在大会上讲述的

《白毛女》故事后十分苦闷,回家后这种情绪影响到了

其妻以及隔壁的农民王老疙疸(18岁)。在两人的询

问下,他道出了一桩被遗忘的霸占民女的故事。据他

说:“‘咱 这 姜 恩 屯 就 出 过 这 样 的 事,小 时 候 常 听 讲

……’”[15]145随后,我们知道多年以前佃户吴万福将女

儿吴小环抵押给地主姜恩,但随即被地主强暴怀孕,并
在快要生产时被赶出门;吴小环在野地里产下了女儿,
最后双双冻死在野外。这比白毛女的命运还要凄惨。
但发动群众斗争姜恩时却发现众人都说:“‘姜二爷没

啥可斗的,他爱老怜贫,咱缺个三升两升的找他借,多
咱也没拨过回呀!’”[15]146孙宾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有三

点:首先,这个屯的大部分人都和姜恩有亲戚关系;其
次,群众被欺骗太久,一时难以醒悟;最后,虽然不少人

心里认同应该推翻地主阶级,但他们同时觉得:“‘老姜

恩这个地主倒是个好地主,老实巴交,挺好说话,他的

地也早自动给穷人分啦,还斗个啥劲。’”[15]146-147当孙宾

带领积极分子当众审问姜恩遇到冷场时,其妻站出来

质问地主25年前霸占吴小环的事(读者这时才第一次

知道这桩霸占民女的故事在小说中是多少年前发生

的,这种叙述带有明显的史前史痕迹)时现场无人应

答。我们在这儿看到所有关于地主强暴民女的信息全

部来自于孙宾小时候听闻的传说,但从现场民众的冷

漠回应来看,似乎他们与孙宾并不是从共同的村落中

生长起来的,甚至如我们在故事开篇已经获知的,连孙

宾的亲密战友王老疙疸在听闻此事之前都对此一无所

知。这篇小说在不经意间将如何塑造集恶霸与伪善于

一体的地主形象的一种创作方法完全展示了出来。但

第一轮的斗争由于民众对霸占民女的模式没有回应而

彻底失败了,这实际上意味着植入《白毛女》模式的失

败。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姜恩之子姜文飞质问为

何将其父抓起来时,鲁区长说:“我只相信群众,你爹是

群众检举的,有理跟群众去讲。”[15]149在争论中,群众把

姜文飞也抓了起来,随即投入监狱。并且他被告知:
“这次抓你也是政府根据群众要求决定的。”[15]150随之,
我们看到了几乎整个解放区文学中最具个性的斗地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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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面描写。与赵树理小说《李家庄的变迁》中最后低头

认罪但被愤怒群众肢解的李如珍不同,姜文飞即使被

打出血也坚决否定对自己的指控,他强辩道:“姓孙的,
今天我死在你手里也不能招认,老爷豁出去啦。”[15]153

这种拼命的行为也是导致小说《白毛女》模式失败的另

一层重要原因:作家无法有效掌控叙事的进程了。那

么,在文本中是以更激烈的方式将其压制下去,还是另

辟途径? 作家选择了后者。因为忙于其他工作而碰巧

缺席公审大会的鲁区长在大会快结束时悄然出现在现

场,在了解情况后展开了对孙宾的说教:“共产党是反

对肉刑的,肉刑是野蛮民族的斗争方式,当群众激愤的

时候,打两下是免不了的,但是我们当干部的要控制激

愤的群众,绝对不能鼓励和支持打人,你个当主任的,
怎好独断专行,发号施令打人呢? 你忘了群众路线

吗?”[15]156随后作家站出来以全知视角评论道:“孙宾不

知道群众的反应,他还认为他没有做错,等到鲁区长把

群众的意见讲给他听的时候,他才恍然大悟。”[15]156这
样的描写与当时东北土改的情况直接相关:“一九四七

年九月,东北局发出了《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严禁打人

的规定》。指出由于地主恶霸对农民的残酷的压迫剥

削……因而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殴打地主恶霸的事

件是不可避免的,也是毫不足怪的。但同时指出在运

动中,应尽量做到少打人,不要每斗必打。干部要教育

群众说理斗智。”[16]517这样看来鲁区长的说教并不是作

家的无的放矢。但在同年完成的另一部小说《庄户牛》
中却出现了面对群众的激烈诉求而妥协的干部。农民

张文(庄户牛)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要打地主,被干部

以“要照顾到政策,不能随便打”[13]95的理由制止。这

让张文 愤 怒 地 回 应:“政 策! 不 叫 农 民 报 仇 是 屁 政

策!”[13]95这句话几乎让他被干部赶出会场。尽管随后

他分得了几亩地,但他此后开会时即以消极姿态应对,
对任何政策不支持也不反对,直到最后在土改中获取

私利的农救会长不仅主动承认侵占他人土地的错误,
并向张文检讨道:“斗争二秀才的时候,庄户牛二叔要

报仇我拦住他,他没得手打。这两件事使庄户牛二叔

不满意,他对农救会不积极,这责任应该我负。”[13]98随
后群众们喊道:“要敢说话,要敢去斗!”[13]99《中国土地

法大纲与实践》指出:“就是因为在土改运动中,发生有

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,由于党内不纯,地主富农投机

份子和流氓份子利用机会捣乱,就造成了乱打人,打死

人,逼死人的现象。”[17]30由此可见尽管中央和地方对

于激烈土改的解读存在差别,但都强调群众的纯洁性

与排他性,群众的不幸与痛苦成为了正义的来源。正

如洪林的《老许》(1946)中那位因为个人婚姻问题得不

到解决而怠慢工作的干部老许,最后在齐同志的帮助

下回忆起从前遭到地主压迫时的痛苦生活(尽管我们

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干部对自身痛

苦的记忆要靠他者的帮助才能恢复),这不仅让他产生

了强烈的仇恨感,还促使他将仇恨作为努力工作的原

动力。又如《艳阳天》中的萧长春关押地主马小辫后,
面对他没有掌握证据就随便拘禁的质疑反驳道:“宪法

是保卫人民的,还是保卫地主的?”[18]1807

以上这些小说在解放区的出现,让我们在惯常的

地主/农民对立的思维方式之外,获得了对地主与农民

关系的不同理解。与解放区地主形象在小说中的快速

极端化相对应,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复仇心理的展现。
这在早期相关解放区小说中并不常见。作品中松散的

群众随着阶级斗争方式的引入与历史的变动逐渐变为

一个人。齐一化的群众具有宪法无法比拟的优势。这

让作家们始终无法把握好土改书写中“客观性真实”与
“表达性真实”的问题,而这样的现象也一直延续到整

个十七年文学中。例如,解放区小说中对地主外貌的

描述还未完全丑陋化,但我们在后来的合作化小说《艳
阳天》里看到地主马小辫的外貌集合了丑陋、邪恶、复
古等多重特征。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
中指出:

  货币,由于具有购买一切东西、占有一切对象

的特性,因此是最出类拔萃的对象……货币的力

量有多大,我的力量就有多大……因此,我是什么

和我能够做什么,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。
我是丑的,但我能为自己买到最美丽的女人。所

以,我并不丑,因为丑的作用,它的使人见而生厌

的力量,被货币化为乌有了。我……是个跛子,可
是货币给我弄到了二十四只脚;所以我并不是跛

子……我的货币岂不是把我的一切无能变成它的

反面吗?[19]103-106

随着地主失去一切资产,他们的外貌似乎也随即

进入一种“史前史”状态,这在马小辫脑后那根颇具象

征意味的小辫上被凸现。不仅是土改后的地主,包括

同时期其他小说中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负面人物形

象(例如《红日》中肥胖丑陋的张灵甫)几乎都以鲜明的

丑恶面貌出现。这种因其政治经济地位的失落而丑陋

化的描述,也形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审丑美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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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fferentImagesofLandlordsinNovelsofLiberatedArea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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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Differentimagesoflandlordsinnovelsofliberatedareascanbeusedasanimpor-
tantcomplementarytotheresearchonnovelsoflandreformandcooperativesorganization.Un-
derthebackgroundofreductionofrentandinterest,landlordsincorrespondingnovelstakedif-
ferentimagesofbeinggentle,funnyorviolent.Nevertheless,afterthebreakoutoftheLibera-
tionWar,theimagesoflandlordsbecomeunitary.Relatedresearchesonnovelsoflandreform
andcooperativesorganizationfocusonlyonseveralnovels,whichcoverstheabundantmaterials
intentionallyorunintentionally.Thoseclassicsaremainlybasedonthosemarginalizedtexts.The
combingofmarginalizednovelsisquitesignificantofliteraturehistorytothere-examinationof
literatureinthose17year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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